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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学术界

涌进股股清风，从破

“四唯”到破“五唯”，

再到破除“S C I 至

上”，针对评价机制

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改革力度不断加大。

  近日 ，教育部

印发《关于破除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评价中“唯论文”

不良导向的若干意

见》，明确要求“十

不得”，包括不得将

SSCI 、CSSCI 等论

文收录数 、引用率

和影响因子等指标

与资源分配 、物质

奖励 、绩效工资等

简单挂钩 ，防止高

额奖励论文等。

　　 SC I 即“科学

引文索引”，有近 60

年的历史 ，其姊妹

版 SSCI 就是“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都

是美国科学信息研

究所研制的文献索

引系统 ，被全世界

广泛使用。1989年，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推出“中国

科学引文数据库”，

这是我国第一个引

文数据库 ，相当于

“中国版 SCI”。

　　 1997 年底，南

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现信息管理学院)

提出 ，要研制中国

自己的 SSCI 。1998

年 ，南大组建了苏

新宁教授主持的项

目团队，2 0 0 0 年 5

月，第一版《中文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 C S SC I )》在北京

发布。

　 　 从 提 出 破 除

“SCI 至上”、破“五

唯 ”，再 到“十 不

得”，都意在打破学

术界的“出身论”，

以本领论英雄。作

为 CSSCI 的最初设

计者 ，苏新宁如何

看待学术评价领域

种种改革，CSSC I

背 后 又 有 哪 些

故事？

  作为 CSSCI 的最初设计者，苏新宁怎么看
CSSCI被学术界当作评价指标，怎么看浮躁、功利化
的不良风气，怎么看破除“ SC I 至上”等新规对
CSSCI的影响？有破亦当有立，学术评价究竟该往何
处去？

　破“唯论文”不是不要论文

　　“破‘五唯’，破的是‘唯’；破除‘SCI至上’，破的
不是 SCI，而是‘至上’。”访谈一开始，苏新宁就开宗
明义地指出，“SCI和CSSCI都是评价体系，不能全
部否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会造成学
术界的混乱，不能让评价无所适从。”
　　他认为，不必反对所有指标体系，要反对的是把这
些指标错用、滥用。“不怕指标多，就怕指标被用错。”
　　“有些影响因子是用来评价期刊的，怎么能用到
论文上？还有些评价学者的指标本身设计就不够全
面，既要论文被引频次高，还要求学者高产，屠呦呦
等学术大家发表的论文并不多，但能因此否认他们
的学术地位吗？”
　　苏新宁说：“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水平就
肯定不如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的论文？这显然不对。
不同学科领域的期刊种类有多有少，有的冷门领域
只有三种期刊，总不能说自己的论文在‘本领域前三
的期刊’上发表吧？”
　　“所以不能单看一个指标，要横向比较，看论文
有没有本质创新。”在苏新宁看来，SCI和CSSCI就
像茶杯和茶缸。“近年来国家又提出‘中国科技期刊
卓越行动计划’‘三类高质量论文’等提法，一定要注
意不能‘以刊评文’，不管用什么器皿，还得看里面盛
的是水还是酒。”
　　一些学者获得院士或“长江学者”等“学术帽
子”以后就开始坐享其成，鲜有新成果问世，而部分
企业、地方还热衷设立院士工作站，虽然院士本人
每年不一定能来指导几次，但动辄要数万至数十
万元。
　　苏新宁对记者讲了自己所经历的“唯帽子”
案例。

　　“我平均每年独立署名 1到 2篇，与他人合作 1
到 2篇，但每年带我名字的新文章却有近 10篇，有
3篇以上在发表前我完全不知情，2020年新发表的
一篇论文，其主要作者甚至至今仍未联系我。”
他说。
　　更严重的是，帽子、奖项、论文之间，形成了“赢
者通吃”的利益联结关系。
　　一个团队需要有资深“大咖”，争取重点项目就
更有希望，而有了项目背书，产出的论文才会被一些
重点期刊接受。而初出茅庐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资历
尚浅，很难拿到重点项目，要么“抱大腿”，要么付出
高额的版面费。

营造有自净能力的学术生态

　　本应苦心孤诣、不食人间烟火的学术界，近年却
频频曝光功利异化、学术不端等怪现象。苏新宁认
为，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五唯”等学术评价的“指挥
棒”上。
　　 2017年，苏新宁在《学术评价与学术考核奖励
机制的辩证观》一文中就写道，评价的目标是促进，
不能让这种正向促进变成负面导向，把甘坐冷板凳
的人变成学术上浮躁的人。
　　“科研管理不能简单化，不能机械套用很多不能
评价成果的指标来评价成果，必须看论文内容有没
有创新，学者有没有新贡献。”他坦言，近三十年来，
学术界的评论家少了。“从论文数据库就可以发现，
评述性文章少了，带有批评性的书评也很少，多的是
总结性的综述文章。好像有一种‘不敢轻易批评和评
价’的氛围，结果就是大家倾向于采用一些量化体
系，比如 SCI和CSSCI。”
　　苏新宁说，回首 20世纪 60至 80年代，人文社科
领域的定性评价一直是主流。“当时有一批正直的学
术大家能够诤言，也没有那么多指标，当然了，学术
成果也没有今天这么多，学科交叉也不像今天这么
多，现在有数字人文，把人文和技术、管理结合起来，
评价的难度提升了，很多专家的知识都不能完全覆
盖。”

　　“学术评价与奖励机制的关系要控制好，不
能像企业那样搞物质奖励，发一篇文章就奖励几
万元，对科研工作者更多应当是精神奖励，要树
立崇尚学术和社会影响的价值取向。”苏新宁说，
“这种和经济挂钩‘切蛋糕’的做法弱化了学术荣
誉感，要从青年教师一代慢慢扭转，虽然他们确
实生活工作很辛苦，但要从政策上另辟蹊径改善
待遇。”
　　苏新宁说，总之要明确，学术评价绝不能仅用
定量的方式，必须走出“排行榜”那一套，必须看学
术成果对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促进价值，即便定性
评价的难度大，也要努力去做，端正学风，坚决排除
定性评价中个人友情、单位利益、门派冲突的种种
阻力。
　　但人是社会化的动物，评审专家也难免受到各
方面影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苏新宁提出了他构想
的学术信誉保障机制。
　　“在各类高层次人才头衔评比和项目申报中，评
审专家的意见应当在一定期限后匿名公布，供学术
界和其他社会人士参阅；被评审人不仅可以看到专
家对自己的评审意见，也可以看到对其他被评审人
的意见。”他补充道，“被评审人有权先匿名质疑，再
公开对质。”
　　“这对评审专家是一种约束，可以及时将公认有
评审道德问题的人剔除出去，实现学术共同体的自
净。”苏新宁对记者说，“尤其是‘双一流’建设和近日
启动的第五轮学科评估，更需要有这样的机制建立
学术公信力，必须久久为功。”

把中国论文写在中国期刊上

　　“SCI至上”的背后，还是中国自主优秀期刊的
缺失。
　　苏新宁回忆，中国大陆引进 SCI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80年代末，当时南京大学率先提出接受 SCI评
价体系，此后，南京大学在 SCI发文连续 7年、引用
连续 8年位列中国高校第一。
　　“那时候中国科研力量弱，期刊水平低，SCI甚

至还没有收录中国的期刊，我们当时要借鉴国外
的学术平台，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但现在不一样
了。”苏新宁说，“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平台，打造
我们自己的顶级学术期刊。”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是‘走出去’，
现在是‘引进来’的时候了。”他认为，“我们应
当努力把好论文发在中国自己的期刊上，把
我们自己的期刊水平弄上去，把优秀成果留
在国内，让中国期刊而不是中国论文去影响
国外，而不是以‘走向世界’‘国际化’为借口，
把自己的东西送出去，让大量的优秀成果外
流。”
　　近年，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等
部门已经提出“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苏新宁提出，中国期刊要有立足于世界科学之
林的志气，“不能只满足于在国内做到核心期刊
的水平，要办成《自然》《科学》那样有世界影响
的期刊群，让外国优秀成果争相发表在中国期
刊上。”
　　他提出，要破解学术期刊企业化的深层问题。
“企业要生存，考虑的就是怎么赚钱，而不是怎么
把学问做好。科研工作者本是为国家作贡献，结果
不仅到数据库看文章要付费，自己写论文投给期刊
还要付费，为什么‘中国知网’不能免费给中国人
用，这样的模式对学术是一种伤害。”
　　苏新宁认为，部分学术资源数据库与学
术期刊签署“独家协议”，导致同一领域的不
同期刊被分割，提高了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
构的经济成本，也不利于读者全面掌握学术
动态。
　　他建议，要理顺学术成果发表的利益分配机
制，科研项目资金中的版面费、资料费等项目不给
个人，而是用于资助学术资源库和学术期刊，作为
回报，这些学术资源库要免费向学者开放，学术期
刊也不要向作者收版面费。
　　“如此，期刊社和数据库不需要费心考虑生存
问题，可以将更多精力用于提升学术品质。”苏新
宁说。

“不管用什么器皿，还得看里面盛的是水还是酒”

CSSC I“始作俑者”怎么看“破除 SCI 至上”

当 事 人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陈席元

　　靠“化缘”做出第一版CSSCI

　　“我做CSSCI有三个初衷，一是促进学术研究，
二是加强学术管理，三是开展学术评价。”说到这里，
苏新宁叹了口气，“哪知道，学术界后来就认一个学
术评价。”
　　据他回忆，中国大陆引进 SCI可追溯至 20世
纪 80年代末，“当时南京大学率先提出接受 SCI
评价体系，此后，全国高校中，南京大学在 SCI
连续 7 年论文发表第一、连续 8 年论文引用第
一。”
　　“那时候中国科研力量弱，期刊水平低，SCI甚
至还没有收录中国的期刊，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的学
术平台，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但现在不一样了。”苏
新宁认为，“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平台，打造我们自
己的顶级学术期刊。”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是‘走出去’，现
在是‘引进来’的时候了。”他说，“我们应当努力
把好论文发在中国期刊上，把自己的期刊水平弄
上去，把优秀成果留在国内，让中国期刊而不是
中国论文去影响国外，不能以‘走向世界’‘国际
化’为借口，把好东西送出去，让大量的优秀成果
外流。”
　　回首初创CSSCI的 1997年，时任南大信息管理
系主任邹志仁即将退休，他和时任南大图书馆常务
副馆长的杨克义一起找到苏新宁，提出“做一件能填
补国内空白的事”。
　　“我的想法是，当时国家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有
了中科院研制的引文数据库，但社会科学还没有引
文索引，文科的论文成果还有待规范，很多文章缺失
参考文献、摘要，有些甚至没有作者单位，用的还是
笔名。”苏新宁说，“他俩年纪已经大了，最后商量，决
定这件事交给我来做。”
　　 1998年，CSSCI正式在南大立项。苏新宁把前
期工作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观察和分析 SCI，第二步
去北京调研当时其他几家学术数据库，了解同行的
进展和差异，第三步才开始尝试。
　　“我的初衷是，CSSCI的设计起点要比其他数据
库高，要兼具科学研究、科技管理和学术评价三种功
能。”但由于早期开发经费不足，学校给的钱只够买
设备，“那是 1998年，有买设备的钱就不错了，我们
买了十来台，但后续还是没有钱，没办法，只能去
借。”
　　没钱给学生，苏新宁就从自己的科研经费里给
研究生发每月 200元的助研费，为了项目能继续下
去，还陆续向图书馆借了近百万元。香港科技大学也
和南大签订共同研制开发协议，支持了 50万元港
币，并先期支付 25万元。就这样，靠“化缘”，CSSCI
顽强地撑过了“襁褓期”。
　　转折点发生在 1999年，教育部领导来南京大学
调研，对CSSCI很感兴趣。“学校社会科学处处长要
我去汇报，但找不到人，就把电话打到了家里，等我
下午回家的时候才知道，那时人家已经到另一所高
校了，我就急忙赶过去。”
　　因为准备仓促，教育部领导提出 10天后再演示
CSSCI，苏新宁带着 3名研究生三天三夜没睡觉，做
好了演示系统，圆满完成汇报任务，为他们争取到教
育部重大项目奠定了基础。
　　 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
价中心。同年 5月，第一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宣告 CSSC I 正式

诞生。

  意外进入无声世界，却成就学术上的

“命运交响曲”

　　 20年来，CSSCI收录了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
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 25个大类、500多种学
术期刊。基于 CSSCI平台，苏新宁也推出了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图书三份影响力报告，共计
500多万字。
　　 2012年，苏新宁被教育部评为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这是国内情报学界首次有人入选。2014年以来，
他已获得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今年又获得
了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他说，自己现在已经没有
当初三天三夜不睡觉的精力，更多把精力放在带领
团队、培养新人上。
　　可谓功成名就的苏新宁还有鲜为人知的曲折。一
次手术意外，让正值学术壮年的他失去了听觉。
　　时隔多年，苏新宁仍清晰地记得手术那天是
2004年 4月 28日。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刷牙，打开水龙头，瞬间发
现自己听不到水声了。”苏新宁赶紧让家人联系主刀
医生，但对方已经休假外出，等假期后复诊为时
已晚。
　　“当时是夏天，我就站在大太阳底下，看天空都
是黑的。”苏新宁说，“听不见别人说话，也不知道自
己说得对不对，对一名教师来说，这是致命的打
击。”
　　除了绝对的寂静，还有无尽的耳鸣。“那感觉就
像站在飞机发动机下面，原来耳聋不仅是听不见，还
会有巨响。”那段时间，苏新宁曾冒出过“死了算，真
不想活了”的想法，家人、同事、学生们心急如焚，大

家轮流值班，保证 24小时有人陪伴。
　　为了防止自己做出不理智的举动，苏新宁第一
次注册了QQ号，买了 2只视频摄像头，其中一只送
给朋友，到朋友家安装好，“我对朋友说，太太出门
上班，你就开视频，咱俩打过招呼以后就各干各
的。”
　　“没有耳朵，我还有眼睛和手。”在大家的鼓励
下，3个月后，苏新宁重新站在了讲台前。为了防止
讲错话说错字，他让前排学生随时用手势提醒自
己，一堂课下来常常汗流浃背，几次差点虚脱。
　　和学生无声交流的两年里，苏新宁承受着巨大
的生理和精神压力，坚持指导了 7名博士生和 7名
硕士生。
　　事故发生后，苏新宁有几个月没敢回家见父母。
“当时父母已经八十多岁，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耳朵坏
了，虽然我会读唇语，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时间长了
还是会露馅，比如他们在背后叫我，我却没反应，只能
说自己太忙太累了，想去睡会儿，睡醒了就赶紧走。”
　　 2005年，苏新宁装上了人工耳蜗，在家人和学
生们的帮助下逐渐恢复了听力。
　　“回首那段日子，耳朵坏了是我的财富。”苏新
宁说，“首先我经历了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而且挺
过来了，现在看都不算什么；第二，自己在最困难的
时候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学校、学院都在关心我；
第三，耳聋给了我奇妙的体验，你知道吗，耳鸣有时
会突变成一段好听的‘交响’曲，我有点明白为什么
贝多芬耳聋后依然能坚持创作。”
　　见记者不相信，苏新宁说，他曾经把自己“听到”
的曲调哼出来给朋友听，大家也觉得“苏新宁怎么突
然有音乐细胞了”，但其实，苏新宁是欣赏不了音乐
的，因为声音是连续的模拟信号，而人工耳蜗是把模
拟信号转化为离散的数字信号，所以并不能转化为

乐曲。
　　“无声世界让我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早上起
来以后我会特意不戴人工耳蜗，虽然什么都听不
见，但是工作效率提高了，没人打扰，别人打电话
来我也不知道。”苏新宁说。
　　从 2002年到 2011年，整整十年，苏新宁最终
完成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力报告》三部曲，
其中大量工作是在他失聪后完成的。时任《北京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的龙协涛，把这些
成果比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推动情报学从信息管理领域回归

　　今年 11月，已经 65岁的苏新宁第三次拿下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次，他关注的是“面向
国家战略的情报学教育和发展研究”。他说，“是时
候让情报从信息管理领域回归了。”
　　信息、知识、情报，三者的区别在哪里？天上
有一块乌云，这是信息；如果你没有知识，只会觉
得天空发暗，有了知识，就知道乌云意味着要下
雨，但这个知识对决策的支持作用很小。情报则
是根据云层的情况判断什么时候会下雨，它和信
息的区别就在于能否辅助决策。这个“乌云说”，
是苏新宁已经在课堂上讲了 2 0 多年的经典
案例。
　　完成了学术三部曲后，苏新宁把更多精力放
在思考学科的未来上。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情报学被评为A+，
作为学院的首席专家，苏新宁感到，要推动情报学
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发展。
　　其实，在我国高校，情报学关注的并不是军事
情报，而是科技情报。
　　“科技情报曾对我国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
作用。”苏新宁介绍，1956年，中科院成立情报研
究室，后来成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恢复高
考后，情报学作为一个学科开始招生，“那时候谈
的都是科技情报。”
　　但到了 20世纪 90年代，随着全球掀起信息
化浪潮，国内情报学界认为，要将情报拓展到信
息的范畴，从以往研究各类科技文献，向信息情
报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1992年 9月，中国科
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
　　“在高校，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管理这些专
业，已大多改为信息管理或者信息资源管理。1998
年专业目录调整之后，情报学作为本科专业就没
有了。”苏新宁说，如今，情报学界更多在做信息管
理，很多本学科的青年学者，研究的区块链、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等，其实这些属于其他科学，“感觉就
像自家地里却种的是别人的种子。”
　　为什么现在要重提情报学？“因为随着技
术的不断发展，信息的获取变得容易，对决策
的辅助作用也变小了。我们不仅要有信息，还
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和判断才能形成情报。”苏
新宁说，“以前讲科技情报，以后情报要真正为
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服务，科技情报要和军
事、安全、经济、生态、医学健康等情报融合，发
展‘大情报’科学，增强情报学对国家发展的促
进作用。”
　　“我们最希望听到人家说‘这不可能’。200年
前，有谁想到还能把几吨重的铁疙瘩送上天，谁又
知道后来有了飞机、火箭？”苏新宁说，“不可能就
意味着有可能。为国家做‘瞭望者’，这是我们作为
情报学人的使命。”

无声世界里做出“学术三部曲”

▲ 2016年，苏新宁教授访问美国华盛顿大学。  受访者供图


